PAGE  

二零零五年法律年度開幕禮致辭稿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律政司司長、律師會會長、法官閣下、各位嘉賓、法律界同業、女士們、先生們:)
幾星期前，一場合時 ─ 或許也不太合時，在乎你怎樣看 ─ 的火警，使各位未能欣賞前任主席陳景生資深大律師回顧過去一年及前瞻二零零五年可能發生之法律議題的演講。 

歷任主席曾在此場合上雄辯滔滔，他們猶如嚴肅的舊約先知於法律天堂擁有道德權威，並坐在激昂的戰車上，他們很快便卸任大律師公會主席一職，享受期待以久的休息，重回自由自在的生活。

因為一場火警，令我詫異的是我現在有責任，亦很榮幸可以在這裡致辭，然而，我今晚不會騎着戰車或火團或其他東西離開這裡，司法機構已經安排了一輛小巴送我回高等法院，而我亦肯定不會期望有任何休息時間。
現在回顧往年或許不太適合，因此我會展望將來，當然我會緊記聰明的先知在還未確定事情肯定發生前，是不會作出任何預言的。
我很有信心將有一件事發生，而我亦定必全情投入這件預知的事件中；這件事就是：如果政府不檢討規管區域法院或高等法院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有關律師訟費的條例，必然會引起公憤。
事實上，整個計劃於三十五年前設計，並收入刑事訴訟程序條例中；然而此計劃於今天已未能確保律師，包括大律師與事務律師就其於計劃中所提供的必要公眾服務而獲得合理的報酬，讓他們可以發揮最佳的狀態為被告辯護。
我應該改變剛才所說的一句話的用詞。在很多案件中，已經不再是有否得到足夠報酬的問題，而是根本沒有報酬。因此，大律師與事務律師經常因為過時的訟費條例而須免費為審訊或上訴進行預備工作；在現行的制度下，沒有條例就準備工作所須的額外時間而給予報酬；律師得不到報酬是因為根據條例他們不可以得到報酬。這些條例於三十五年前是絕對可以接受的，因為當時長而複雜的商業詐騙案並不如現今普遍；在現行的法援條例下，你只會得到一天的預備工作報酬，不會得到任何其他額外的報酬；不論你所須要處理的案件是什麼，從計程車劫案至銀行詐騙案，你也只能夠得到一天的報酬。 

大律師利用庭外時間於審訊前進行預備工作以找出可辯識的爭議點，並於審訊後進行類似的工作，目的均為加快審訊程序以節省公帑，但這些在現今的條例中都被認為不值得獲得報酬的。事務律師的遭遇若不比我們差，也必和我們的情況相若，事務律師協助大律師預備審訊時亦不會得到任何報酬。 

更差的是，雖然刑事檢控科付予大律師的委聘費與法援案件相若，律政司可以在適當的情況下就律師所進行的預備工作給予報酬；檢控一方並不受相同的條例所規限，因此只有單一方就其預備工作獲得報酬。兩個法律兵團的不同等待遇，就談到此吧！

適當的預備可節省法庭內外所須的時間，又可節省公帑，更快及更有效地維持司法公正，律政司亦意識到這點。 

我這番說話並非基於一些傳聞或瑣碎的投訴。我看過在多宗案件中，由大律師所發出的收費單及/或他們實際進行了的工作記錄，以檢討大律師所收取的訟費；令我震驚的是，一名擁有二十年資歷的大律師處理一宗上訴庭的刑事上訴案時，在看完及消化一千五百頁的法庭文件、草擬上訴通知書及到監獄與當事人會面後，該大律師所得到的訟費竟然比一些我認識的只有十年資歷的大律師在一些只須幾小時的簡短民事聆訊中所得到的訟費還少。
或許你會感到我只是在投訴生計問題，因為此舉會受到很多刑事大律師歡迎。當然，我會嘗試取悅投票選我的人，然而，我並非從事粉飾言論以取悅公眾的行業，特別是在此場合上，只取悅行業內的部分人士。這是一個獨特的法治問題，根據基本法第三十五與三十九條，所有被告均有權擁有代表律師代表其出庭。  

[這表示政府必須提供免費或資助的法律代表服務，而這法律代表服務至少相當於其理所當然地為其執法機關所提供的法律服務，這些為執法機關所提供的法律服務並不受以上的條例所管制，因此，代表執法機關檢控他人的律師或大律師可就其提供的公共服務而獲得適當的報酬。]
我認為刑事大律師是法律行業中重要的，或許是最重要的一環，我這麼說並不是要奉承他們。於商業、稅務或產權範疇執業的大律師可以是非常能幹及聰穎，使大律師行業生色不少；然而，我個人認為如果沒有於刑事範疇執業的英勇能幹的大律師，大律師行業便難以引以為傲，因為只有於刑事範疇執業的大律師在法庭上站在被告與政府檢控人員中間，當巿民面對政府咄咄逼人的檢控時，該大律師就是他/她最後的希望。 

我希望能幹勤力的年輕人會加入大律師行業並於刑事範疇執業，但如果現時的情況持續，我恐怕難以吸引年輕人加入；然而，又有誰能怪責他們呢? 因為如果有人問我，我也只可告訴他們初加入刑事大律師範疇的大律師都是收入微薄的，而且不論他們本身的才華或他們在這行內的將來發展怎樣，若他們繼續留在此範疇內執業，便必須心甘情願地接受微薄的收入。 

民事法律方面的情況也不遑多讓。申請民事案件法援時所需經過的經濟審查程序是令人難以忍受的，結果是只有社會內最低收入的群體才能於民事案件中成功申請法援，聽起來這制度沒有太大的問題，但中等收入人士如不幸發現自己須要控告他人，或更差的情況是，被他人控告，他們便須與法庭接觸，而我剛才所說基本法所賦予他們的權利則是非常昂貴。 

為生活稍為富裕之人士而設的法律援助輔助計劃已些微改善了此情況，然而此計劃只適用於有限性質(包括個人傷亡及專業疏忽索償)的法律案件，以確保這個計劃可以謀利，或至少確保不會出現虧蝕，因而此計劃並不受理其他較困難的案件。  

這些都是可以改變的，亦是必須改變的。香港市民有權使用法律援助。我希望在我的任期內，大律師公會可以帶領提供改進民事和刑事法援制度的建議。並就有關事宜進行公開討論。現時，縱然制度上的忽略須要各方容忍此收費制度，或更差的情況是訟費將進一步減少，我仍希望行內各人士可以精明地確保法援的權利不會因此而受損。 

我可以繼續就有關議題說下去，我不必預言也可知道來年將會發生的事情；然而我怕我再說下去，便會沖淡這篇演辭的主題與效用；不必多說，我知道來年必定有很多預期或意外的挑戰，而我亦相信大律師公會將會迎接並處理這些挑戰，縱然我們不可能滿足所有人的要求，但至少我們必會貫徹公會成立時的宗旨與目標，不斷改進香港的司法制度。
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

戴啟思資深大律師

二零零五年二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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